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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递模型下

地方政府人才引进政策研究

徐　 雷　 张欣钰　 刘　 蕊∗

　 　 摘要: 人才是国家和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ꎬ人才政策则是构建人才强国的重

要基石ꎮ 本文对事后奖励性激励政策和事前普惠性补贴政策这两种人才政策的实

施效果进行了比较评价ꎬ研究发现:当经济陷入低质量均衡时ꎬ激励政策能够以更

小的成本突破这种均衡ꎬ但对收入公平产生较大影响ꎮ 当经济中的均衡无法自我

维持时ꎬ实施补贴政策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均衡的维持ꎬ并对收入公平提供更好

的保障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如果经济中存在无效投资劳动者ꎬ补贴政策的成本将显

著上升ꎬ此时需要引入一个甄别机制使补贴政策能够恢复高效率运转ꎮ 结合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境况ꎬ从鼓励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这一人才政策的根本

目的出发ꎬ地方政府事后奖励性的人才引进政策应被普惠性补贴政策逐渐替代ꎮ
关键词: 人才政策ꎻ信号传递模型ꎻ激励政策ꎻ补贴政策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２４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ꎬ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ꎬ而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资源是人才(赵全军ꎬ２０２１)ꎬ这使引进人才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ꎮ 从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启动实施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和“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开
始ꎬ我国各城市陆续实施人才引进政策ꎬ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抢才” “抢人”浪潮ꎮ 现有文

献指出ꎬ此类政策对人才集聚产生促进效应(李慷等ꎬ２０２１ꎻ毛丰付、郑芳ꎬ２０２１ꎻ徐雷等ꎬ
２０２３)ꎬ而人才的规模和质量对区域企业创新活动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积极影响(于源、苑德

宇ꎬ２０１６ꎻ何小钢等ꎬ２０２０ꎻ刘春林、田玲ꎬ２０２１ꎻ孙巍、徐邵军ꎬ２０２１ꎻ王欣亮等ꎬ２０２２ꎻ等等)ꎬ进
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毛丰付等ꎬ２０１９ꎻ孙文浩、张益丰ꎬ２０１９)ꎮ 可见ꎬ地方政府的人才引

进政策是基于本地发展需要的一种理性选择ꎮ
但人才引进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应忽视:其一是人才引进政策必然对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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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分布均衡产生扭曲效应ꎬ这可能导致人才资源的错配和浪费ꎮ 其二是地区间对人才

的争抢有陷入囚徒困境式恶性竞争的倾向ꎬ这可能抵消已经形成的人才集聚外部性ꎮ 其三

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推动“抢人”成本不断提高ꎬ人才的引进成本已远超其专业技术投资成

本ꎬ这种过度激励必然会放大人的机会主义动机ꎮ 最后ꎬ各地人才政策中还存在政策设计结

构失衡ꎬ对原有人才重视不够ꎬ行为主体角色错位ꎬ制度规范滞后ꎬ政策效用单一及同质化严

重等问题(张媛ꎬ２０１８ꎻ陈新明等ꎬ２０２０ꎻ袁方成ꎬ２０２０)ꎮ
本文认为ꎬ人才政策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ꎬ即

政策的着力点应是人才培养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的提升有效增强了

劳动者的综合能力和就业水平(李子联ꎬ２０２０ꎻ张抗私、史策ꎬ２０２０)ꎬ这正是人才培养导向的

积极成果ꎮ 因此ꎬ人才培养是人才政策背后有别于争抢人才的另一逻辑主线ꎮ 对于地方政

府而言ꎬ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的直接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对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资行为进行普

惠性的直接补贴ꎮ 与地方政府所实施的以人才引进为主要目的的事后激励性政策(以下称

为激励政策)相比ꎬ这种事前的普惠性直接补贴政策(以下称为补贴政策)更加“中性”ꎬ在鼓

励劳动者投资专业技术的同时能够有效避免消极影响ꎬ它更应该是地方政府重点实施的人

才政策ꎮ
那么ꎬ对于促进劳动者专业技术投资而言ꎬ与激励政策相比ꎬ补贴政策是否有效ꎬ它对经

济福利将产生怎样的影响ꎬ需要付出多少政策成本等问题有待学界提供明确的答案ꎮ 为了

回答这些重要问题ꎬ本文在一个信号传递模型中设定了市场失灵的情境ꎬ并在此情境中对政

府的两种人才政策进行了纯理论的比较分析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可以概括如下:通过在

经典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模型中加入政府ꎬ我们可以将政府的两种人才政策ꎬ即激励政策

和补贴政策进行模型化ꎬ并在均衡结果中对两种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福利效应、政策成本

等进行全面比较ꎮ 这项工作既是对信号传递理论文献的一个重要应用和拓展ꎬ也对我们理

解和评价政府人才政策提供了帮助ꎮ

二、基准模型

Ａｋｅｒｌｏｆ(１９７０)最早阐述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市场失灵问题ꎬＳｐｅｎｃｅ
(１９７３)最早构建了劳动力市场的信号传递模型ꎬ并得到 Ｓｐｅｎｃｅ ( １９７４)、Ｃｏａｔｅ 和 Ｌｏｕｒｙ
(１９９３)、Ｆａｎｇ(２００１)、Ｆａｎｇ 和 Ｎｏｒｍａｎ(２００６)、Ｒｅｇｅ(２００８)、Ｊｅｏｎｇ(２０１９)等的不断发展ꎮ 本

文的模型构建借鉴了这些经典文献ꎬ在企业和劳动者两个参与人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部门ꎬ
考察政府人才政策如何影响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资决策ꎬ并对不同类型的人才政策进行比

较ꎮ
(一)博弈参与人

１.企业

企业是风险中性的ꎬ以最大化利润为目标ꎮ 企业有两种生产技术ꎬ一种是传统技术ꎬ如
果使用该技术ꎬ所有劳动者的产出为 １ꎻ一种是新技术ꎬ如果使用该技术ꎬ则投资了专业技术

的劳动者(以下称为专业技术人才)的产出为ｖｑ>１ꎬ而没有投资专业技术的劳动者(以下称为

一般劳动者)的产出为 ０ꎮ
２.劳动者

劳动者在获取专业技术的成本上存在差异ꎬ低成本劳动者投资成本为ＣＬꎬ高成本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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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成本为ＣＨꎬ满足０<ＣＬ<ＣＨꎬ且劳动者的成本类型是其私人信息ꎮ 两种类型劳动者的比例

分别为λＬ和λＨꎬ满足λＬ＋λＨ ＝ １ꎮ 我们假设劳动者也是风险中性的ꎬ并以最大化收入为目的ꎮ
假设 Ａ１:劳动者是否投资了专业技术不能被直接观察ꎮ
该假设意味着ꎬ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统计性歧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ｉｇｎ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ｉｎꎬ １９７７ꎻ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ｚꎬ １９８３)ꎬ但企业可以通过一个不完美的信号测试来推断劳动

者是否进行了专业技术投资ꎬ这种信号测试可以是观察劳动者的学历水平ꎬ或者实施某种入

职考试或试用期考核等ꎮ
假设 Ａ２: ｖｑ－ＣＨ>１ꎮ
假设 Ａ２意味着不论劳动者是何种成本类型ꎬ他们进行专业技术投资都能够提升社会福

利水平ꎬ因此社会的最优选择就是所有劳动者都进行专业技术投资①ꎮ
３.政府

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生产ꎬ但政府可以通过实施某种人才政策鼓励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

资行为ꎬ从而扩大专业技术人才数量以提升社会总产出和总福利水平ꎮ 政府人才政策有两

种类型:第一ꎬ激励政策ꎮ 即通过观察劳动者传递的信号ꎬ对其中一部分最优秀者实施奖励ꎬ
例如ꎬ如果政府希望对最优秀的 α 部分的劳动者进行奖励ꎬ则实际的奖励对象就是传递的信

号值最高的前 α 部分的劳动者ꎮ 第二ꎬ补贴政策ꎮ 即为全体劳动者提供专业技术投资的普

惠性补贴ꎬ这种补贴的主要作用体现为对劳动者投资专业技术进行成本补偿以提升劳动者

投资专业技术的意愿ꎮ
假设 Ａ３:政府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为目标ꎮ
这里ꎬ我们设定社会总福利水平(ＷＦ)等于总产出(ＴＰ)与劳动者专业技术投资总成本

(ＴＣ)之差ꎬ即②:
ＷＦ＝ＴＰ－ＴＣ (１)

在假设 Ａ２下ꎬ假设 Ａ３表明ꎬ政府的目标即是在相关约束可行的条件下ꎬ让全体劳动者

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ꎬ从而提升社会总福利水平ꎮ
(二)博弈树

首先ꎬ自然对劳动者的成本类型进行选择ꎻ之后ꎬ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决定ꎻ其后ꎬ
全体劳动者都得到一个信号 θ∈[０ꎬ１]ꎬ其概率密度函数因是否进行了专业技术投资而不

同ꎬ分别为ｆｑ(θ)(专业技术人才)和ｆｕ(θ)(一般劳动者)ꎮ 这里ꎬ假设ｆｑ(θ)和ｆｕ(θ)连续可微ꎬ
且满足严格单调似然比性质(ｓｔｒｉｃｔ ｍｏｎｏｔｏｎ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Ｓｔｒｉｃｔ ＭＬＲＰ)ꎬ即:

假设 Ａ４:
ｆｑ(θ)
ｆｕ(θ)

>
ｆｑ(θ′)
ｆｕ(θ′)

ꎬ如果有 θ>θ′ (２)

这一假设意味着专业技术人才更容易得到一个更高的信号ꎮ 按照贝叶斯法则ꎬ当一个

４４１

①

②

假设 Ａ２也意味着ꎬ劳动者投资专业技术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个反映高能力的信号ꎬ而是存在

真实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ꎬ这反映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观点(Ｓｃｈｕｌｔｚꎬ１９６０ꎻＢｅｃｋｅｒꎬ１９６２ꎻＭｉｎｃｅｒꎬ１９７４ꎻ
等等)ꎮ

这里ꎬ我们在计算社会总福利时无需考虑政府人才政策的成本ꎬ因为它是政府向劳动者的一种转移

支付ꎬ对社会总福利不产生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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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得到了一个更高的信号ꎬ那么他就更有可能是专业技术人才ꎮ 之后ꎬ企业依据观察到

的信号值对劳动者进行岗位分配和工资安排ꎬ同时ꎬ政府将依据人才政策对劳动者进行资

助ꎮ 最后ꎬ劳动者、企业和政府分别得到各自的收益(博弈树如图 １所示)ꎮ

图 １　 博弈树
注:(１)Ω表示企业利润ꎬ为总产出与总工资之差ꎻＢ 表示劳动者的总收入ꎬ为工资收入与人才政策收入

之和再减去专业技术投资成本ꎻＷＦ 表示社会总福利ꎬ是总产出与劳动者专业技术投资总成本之差ꎮ (２)复

合线条的枝表示一簇枝ꎬ空心决策节表示一簇决策节ꎮ

(三)参与人策略选择

１.企业

这里ꎬ我们将某个均衡中专业技术人才的比例设为 πꎬ根据劳动者信号 θꎬ企业能够判断

这名劳动者是专业技术人才的概率为:

Ｐｑ πꎬθ( ) ＝
π ｆｑ(θ)

π ｆｑ(θ)＋ １－π( ) ｆｕ(θ)
(３)

企业可依此作出工资安排ꎬ一个可测度的工资函数为 ｗ: ０ꎬ１[ ]→Ｒ＋ꎬ这里具体设定为:
ｗ(θ) ＝ ｍａｘ １ꎬＰｑ πꎬθ( )ｖｑ{ } (４)

这一设定基于这样的考虑:企业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伯川德式竞争ꎬ即企业给予劳

动者的工资应等于其带来的期望产出①ꎮ 而当期望产出大于 １时ꎬ这名劳动者就应该被分配

到新技术设备以实现更高的产出ꎮ 因此ꎬ当且仅当劳动者传递的信号 θ 满足下面的条件时ꎬ
他将被分配到新的技术设备:

Ｐｑ πꎬθ( )ｖｑ≥１ (５)
专业技术人才的期望工资收入(Ｗｑ)和一般劳动者的期望工资收入(Ｗｕ)表示如下:

Ｗｑ ＝ ∫１
０
ｗ(θ) ｆｑ(θ)ｄθ (６)

Ｗｕ ＝ ∫１
０
ｗ(θ) ｆｕ(θ)ｄθ (７)

因此ꎬ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期望工资增收可由(８)式给出:

Ｂ ｆ π( ) ＝ Ｗｑ － Ｗｕ ＝ ∫１
０
ｗ(θ)[ ｆｑ(θ) － ｆｕ(θ)]ｄθ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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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ꎬ我们也可以假定企业之间处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ꎬ那么此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就等于劳动生

产率ꎬ也即劳动者期望产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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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１:将劳动者被分配到新技术设备所需的最低的 θ 值定义为θ　 ＾ꎬ由(５)式可知ꎬθ　 ＾应满足:

Ｐｑ πꎬθ　 ＾( )ｖｑ≥１ (９)
从而ꎬ(８)式可被写为:

Ｂ ｆ π( ) ＝ ∫１
θ　 ＾
(ｗ(θ) － １)[ ｆｑ(θ) － ｆｕ(θ)]ｄθ (１０)

因此ꎬ在被分配到新技术设备的所有劳动者中ꎬ专业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动者的数量分别

为: π∫１
θ　 ＾
ｆｑ(θ)ｄθ 和 １ － π( ) ∫１

θ　 ＾
ｆｕ(θ)ｄθ ꎮ

被分配到新技术设备的专业技术人才的产出为 ｖｑ ꎬ但在所有被分配到新技术设备的劳

动者中ꎬ还有一部分一般劳动者ꎬ尽管他们拿到了大于 １的工资ꎬ但其产出为 ０ꎮ 被分配到传

统技术的所有劳动者产出均为 １ꎮ 因此ꎬ经济的总产出为:

ＴＰ ＝ π∫１
θ　 ＾
ｆｑ(θ)ｄθ( ) ｖｑ ＋ π∫θ

　 ＾

０
ｆｑ(θ)ｄθ ＋ １ － π( ) ∫θ

　 ＾

０
ｆｕ(θ)ｄθ( ) (１１)

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总成本为:

ＴＣ ＝
πＣＬ π≤ λＬ 时

λＬＣＬ ＋ (π － λＬ)ＣＨ π > λＬ 时{ (１２)

此时ꎬ依据(１)式ꎬ我们即可计算出社会总福利水平ꎮ
２.政府部门

如果政府采取激励政策ꎬ则首先要设定事后奖励范围ꎬ我们令这一奖励覆盖全部劳动者

中的 α 部分(α∈[０ꎬ１])ꎬ个体奖励额为 μꎮ 此时ꎬ得到政府奖励的劳动者的总收入等于在企

业工作获得的工资与政府奖励收入之和ꎬ政府实施人才政策的总成本为 αμꎮ 政府部门所要

做的就是对 α 值和 μ 值进行设定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ꎬ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ꎮ 由于劳动者

的专业技术投资行为不能被直接观察(假设 Ａ１)ꎬ因此ꎬ政府只能通过劳动者传递的信号对

奖励对象进行遴选ꎮ
定义 ２:政府将对传递的信号值最高的 α部分的劳动者给予奖励ꎬ我们将进入前 α 部分

信号值的门槛值定义为 θ
－
ꎬ它应满足:

∫１
θ

　 － [πｆｑ(θ) ＋ (１ － π) ｆｕ(θ)]ｄθ ＝ α (１３)

我们可以依据(１３)式将 θ
－

表示为 α 的函数ꎬ记为 θ
－
(α) ꎮ 当劳动者得到的信号值大于

θ
－

时ꎬ就能够获得政府奖励ꎬ因此ꎬ劳动者由于投资专业技术而带来的期望政府奖励为:

Ｂｇ θ
－
(α)ꎬμ( ) ＝ ∫１

θ
　 －(α)

μ ｆｑ(θ) － ｆｕ(θ)[ ] ｄθ (１４)

如果政府采用补贴政策ꎬ由于劳动者的成本类型是其私人信息ꎬ因此政府的补贴政策无

法依劳动者类型实现差别化ꎮ 我们设这一补贴额度为 ψꎬ此时ꎬ低成本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

资成本变为ＣＬ－ψꎬ高成本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资成本变为ＣＨ－ψꎮ
３.劳动者的投资决策

在激励政策下ꎬ专业技术投资期望收益等于期望工资增收(Ｂ ｆ)与期望政府奖励(Ｂｇ)之
和ꎬ即有:
６４１



　 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

Ｂ＝Ｂ ｆ＋Ｂｇ (１５)
当 Ｂ<ＣＬ时ꎬ所有劳动者都不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ꎻ当ＣＬ<Ｂ<ＣＨ时ꎬ只有低成本类型劳动者

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ꎻ当ＣＨ<Ｂ 时ꎬ全体劳动者都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ꎮ
在补贴政策下ꎬ因为Ｂｇ ＝ ０ꎬ而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资成本变为ＣＬ－ψ(低成本类型劳动

者)和ＣＨ－ψ(高成本类型劳动者)ꎬ因此ꎬ当Ｂ ｆ<ＣＬ－ψ 时ꎬ所有劳动者都不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ꎻ
ＣＬ－ψ<Ｂ ｆ<ＣＨ－ψ 时ꎬ仅有低成本类型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ꎻ当ＣＨ－ψ<Ｂ ｆ时ꎬ全体劳动者都

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ꎮ

三、贝叶斯纳什均衡与社会福利

此部分ꎬ我们首先给定一个不存在政府人才政策的标准情况ꎬ并设定一个市场失灵的情

境ꎮ 继而ꎬ以逆向归纳法分析政府人才政策将对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

响ꎬ并对两种人才政策的效果、福利效应和成本进行讨论ꎮ
(一)不存在政府补贴时的唯一均衡

引理 １:如果不存在政府补贴ꎬ即 μ＝ψ＝ ０ 时ꎬＢ π＝ ０( ) ＝Ｂ π＝ １( ) ＝ ０(证明见附录 １)ꎮ
引理 １意味着ꎬ当 π＝ ０和 π＝ １时ꎬ劳动者个体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收益为 ０ꎮ 这是因

为ꎬ劳动者是否投资了专业技术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ꎬ因此当全体劳动者都未进行专业技

术投资(π＝ ０)ꎬ或全体劳动者都进行了专业技术投资(π ＝ １)时ꎬ一个劳动者不论是否进行

专业技术投资ꎬ都会被企业看作是未投资的(π＝ ０时)或已投资的(π＝ １ 时)ꎮ 因此ꎬ在这两

种极端情况下ꎬ劳动者是否进行专业技术投资无法改变自己的工资水平ꎬ即期望工资增收为

０ꎮ 由此ꎬ我们即可判断出ꎬ随着均衡的 π 值增加ꎬ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期望工资增收

会先增加而后下降ꎬ也即Ｂ ｆ(π)是先增后减的倒 Ｕ型曲线ꎮ 由此得到:
假设 Ａ５:给定任意的参数组合 ｆｑꎬｆｕꎬｖｑꎬλＬꎬλＨ{ } ꎬＣＬ满足 Ｂ(μ＝ψ＝ ０ꎬπ)<ＣＬꎮ
在假设 Ａ５下ꎬ经济中的唯一均衡是所有劳动者都不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ꎮ 这给定了一种

市场失灵的情境ꎬ即尽管ｖｑ－ＣＨ>１ꎬ但由于信息不对称ꎬ劳动者专业技术投资的期望收益小于

成本ꎬ导致了由广义的柠檬市场问题带来的市场失灵ꎮ
(二)政府人才政策对市场失灵的纠正

政府实施人才政策能否纠正市场失灵呢? 下面ꎬ本文将进行具体分析ꎮ
第一种情况:激励政策ꎮ
首先ꎬ当政府要对信号最高的 α(∈[０ꎬ１])部分劳动者每人给予 μ(∈Ｒ＋)的奖励时ꎬ会

增加劳动者专业技术投资的期望收益ꎮ 进一步的ꎬ我们有命题 １ꎮ
命题 １:给定 ＣＬ和 ＣＨꎬ存在 α∈[０ꎬ１]和 μ∈Ｒ＋ꎬ使得 Ｂ α＝ ０( ) <ＣＬ<ＣＨ<Ｂ(α>０)(证明见

附录 ２)ꎮ
命题 １表明ꎬ当给定ＣＬ和ＣＨ满足假设 Ａ５ꎬ政府在实施了激励政策后ꎬ可以通过设定奖励

范围 α 和奖励额 μꎬ实现全部劳动者都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目的ꎮ 因此ꎬ政府能够有效解决

市场失灵问题ꎮ
第二种情况:补贴政策ꎮ
如前所述ꎬ补贴政策是政府在事前对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资行为进行补贴ꎬ也即无差别

地降低了专业技术的投资成本ꎮ 因此ꎬ只要使得Ｂ ｆ≥ＣＬ －ψ(或ＣＨ－ψ)ꎬ低成本劳动者(或全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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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劳动者)将进行专业技术投资①ꎮ
(三)社会福利与政策效率

以上分析表明ꎬ不论激励政策还是补贴政策ꎬ都能够纠正劳动力市场失灵ꎮ 下面ꎬ本文

对两种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比较ꎮ 纳入比较的核心指标包括:人才政策对劳动者的个

体支付(即人才政策对个体劳动者的奖励或补贴额)、政策支付比例、政策总成本和政策效

率ꎮ 这里ꎬ我们将政策效率(ＰＦ)记为由政策实施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量(ΔＷＦ)与政策总成本

(ＣＧ)的比值②ꎬ即:

ＰＦ ＝ ΔＷＦ
ＣＧ

(１６)

我们希望能够对两种人才政策在三种均衡情况下进行一般性的比较分析ꎬ即没有劳动

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情况(π ＝ ０)ꎬ只有低成本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情况(π ＝λＬ)
和全体劳动者都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情况(π＝ １)ꎮ 但一般性的数理推演复杂而繁冗ꎬ为了

使分析更加简洁和清晰ꎬ本文将在下一部分对一个数值例子进行仿真ꎬ尽管数值分析结论的

量化特征会有不同ꎬ但在模型设定的参数取值范围内ꎬ其结论的质性特征是一致的ꎮ

四、数值示例:对两种人才政策的比较分析

为能够更直观地对人才政策进行比较ꎬ在参数取值条件下ꎬ我们令ｖｑ ＝ ２ꎬＣＬ ＝ ０.５ꎬＣＨ ＝ ０.８ꎬ

λＬ ＝０.４ꎬλＨ ＝０.６ꎬ同时设定专业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动者信号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
ｆｑ(θ)＝ ２θ　 　 (１７)
ｆｕ(θ)＝ ２－２θ (１８)

其中ꎬ信号值 θ∈[０ꎬ１]ꎬ(１７)式((１８)式)是增(减)函数ꎬ表明专业技术人才(一般劳动

者)得到高信号值的可能性更高(低)、得到低信号值的可能性更低(高)ꎮ 首先根据(９)式ꎬ
我们计算出劳动者被分配到新设备所需要的最低的信号值水平为θ　 ＾ ＝ １－πꎮ 此时ꎬ我们依据

(１０)式ꎬ计算得到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期望工资增收为:

Ｂ ｆ π( ) ＝ ２π π － １( ) ２ｌｎ ２π － ２π２( ) － ２ｌｎ π( ) ＋ ４π２ － １( )

２π － １( ) ３
(１９)

再根据(１１)式ꎬ我们能够计算出此时的总产出水平为:
ＴＰ π( ) ＝ π２－１( ) π－１( ) －２π π－１( ) ２－１( ) ＋π π－１( ) ２ (２０)

图 ２绘制了Ｂ ｆ π( ) 的图像ꎬ可以看出ꎬ在 π∈[０ꎬ１]上ꎬ有Ｂ ｆ π( ) <ＣＬ ＝ ０.５ꎬ也即ꎬ仅有 π＝
０的均衡能够自我维持ꎬ在没有政府政策支持下ꎬ所有劳动者都不会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ꎬ这
符合假设 Ａ５的要求ꎮ 图 ３给出了总产出曲线图 ＴＰ π( ) ꎬ可以看出ꎬ总产出是 π 的增函数ꎮ

８４１

①

②

实际上ꎬ就 Ｂ、ＣＬ和ＣＨ之间的关系看ꎬ还有两种可能性ꎬ即ＣＬ<Ｂ<ＣＨ和ＣＨ<Ｂꎮ 对于ＣＨ<Ｂꎬ这意味着即

使没有政府人才政策支持ꎬ全部劳动者都会自发地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ꎬ这种情况不存在市场失灵ꎬ因此也不
需要政府人才政策的干预ꎬ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ꎮ 而对于ＣＬ<Ｂ<ＣＨꎬ这可能是现实中更易出现的一种情

况ꎬ即在没有政府人才政策支持下ꎬ仅有低成本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ꎮ 本文附录 ３将说明ꎬＣＬ<Ｂ<ＣＨ情

况下如何激励高成本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ꎬ可视为假设 Ａ５ 下的一种特殊情况ꎬ对两种人才政策比较
的结论也与假设 Ａ５下的结论一致ꎮ

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文的模型中ꎬ两种人才政策在本质上都是财富从政府向劳动者的转移ꎬ因此ꎬ实
施人才政策不存在福利损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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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Ｂｆ π( ) 曲线　 图 ３　 总产出曲线 ＴＰ π( )

(一)对均衡 π＝０ 的突破

π＝ ０的均衡状态能够实现自我维持ꎬ此时专业技术投资成本总额为 ０ꎬ总产出为 １ꎮ 我

们希望知道ꎬ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政策下ꎬ政府要如何施政才能纠正这种市场失灵ꎮ
１.激励政策

如果政府对信号值最大的 α 部分的劳动者进行奖励ꎬ那么依据(１３)式ꎬ我们计算得到劳

动者可以取得奖励所需的最小θ
－
值ꎬ即有:

θ
－

π＝ ０( ) ＝ １－　 α (２１)
再依据(１４)式ꎬ计算得到劳动者投资专业技术带来的期望政府奖励ꎬ即:

Ｂｇ μꎬαꎬπ＝ ０( ) ＝ －２μ α－　 α( ) (２２)
由于在 π＝ ０时ꎬ有Ｂ ｆ π( ) ＝ ０ꎬ因此 Ｂ＝Ｂｇꎮ 我们对 Ｂ 分别求 μ 和 α 的偏导ꎬ可得:

∂Ｂ μꎬαꎬπ＝ ０( )

∂μ
＝ ２ 　 α －α( ) 　 　 　 (２３)

∂Ｂ μꎬαꎬπ＝ ０( )

∂α
＝ ２μ

１
２ 　 α

－１æ

è
ç

ö

ø
÷ (２４)

由(２３)式ꎬ２(　 α －α)≥０ꎬ因此 Ｂ 关于 μ 单调递增ꎮ 由(２４)式ꎬ当 α≤０.２５ 时ꎬＢ 随 α 的

增加而增加ꎻ当 α>０.２５时ꎬＢ 随 α 的增加而减少ꎮ 图 ４ 展示了 Ｂ 关于 μ 和 α 的三维函数关

系ꎬ可知政府通过设定 μ 和 α 而实施的激励政策ꎬ能够突破市场失灵的低效均衡ꎮ

图 ４　 Ｂ(μꎬαꎬπ＝０)三维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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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中ꎬ政府可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则设定 μ 和 αꎬ即公平优先原则和

成本优先原则ꎮ 公平优先原则指政府追求最小化的收入差距ꎬ因此ꎬ政府将在政策目标得以

实现的条件下ꎬ设定一个最小的奖励额 μ 以及与其相对应的 αꎮ 成本优先原则指政府旨在

以一个最低的政策总成本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ꎮ 两种原则存在明显差异ꎬ但仅在激励

政策下对政府政策制定造成影响ꎬ而对补贴政策则不产生影响ꎮ 下面ꎬ我们对两种原则下激

励政策的制定进行分别阐释ꎮ
(１)情况一:公平优先原则

为了纠正 π＝ ０的无效均衡ꎬ政府实施的激励政策需要使 Ｂ≥ＣＬ ＝ ０.５ꎮ 在公平优先原则

下ꎬ政府找到能满足此条件的最小的 μ 值ꎬ也即在 Ｂ＝ＣＬ ＝ ０.５的约束条件下ꎬ使 μ 值极小化ꎮ
而这一极小 μ 值所对应的 α 值即是政府的奖励比例ꎬαμ 为政策实施总成本ꎮ

下面ꎬ我们在给定不同的 μ 取值条件下ꎬ绘制出 Ｂ 和 α 之间的关系曲线(如图 ５)ꎮ 可以

看出ꎬ随着 μ 值的增大ꎬＢ(α)曲线不断上移ꎮ 因此ꎬ与ＣＬ ＝ ０.５ 相切的 Ｂ(α)曲线所代表的 μ
值ꎬ就是能够实现政府目标的最小 μ 值ꎮ 经计算可得ꎬ在切点处有 α＝ ０.２５ꎬμ＝ １ꎮ 因此ꎬαμ＝
０.２５ꎬ即政策总成本为 ０.２５ꎮ

图 ５　 Ｂ＝ＣＬ ＝０.５ 时的 Ｂ(α)曲线

(２)情况二:成本优先原则

成本优先原则要求在 Ｂ＝ＣＬ ＝ ０.５ 的约束条件下ꎬ使政策实施成本 αμ 最小ꎮ 依据(２２)
式ꎬ可以得到在Ｂｇ μꎬαꎬπ＝ ０( ) ＝ ０.５时ꎬ奖励额 μ 与奖励比例 α 之间的关系为:

μ＝ － １
４α－４ 　 α

(２５)

此时ꎬ激励政策的总成本为:
αμ＝ － α

４α－４ 　 α
(２６)

图 ６给出了Ｂｇ μꎬαꎬπ＝ ０( ) ＝ ０.５时的 μ 以及激励政策总成本 αμ 关于 α 的关系图ꎮ 可以

看出ꎬμ 随 α 的增加而先下降后上升ꎻ政策总成本是 α 的增函数ꎬ且在 α 趋于 ０ 时ꎬ政策总成

本向 ０收敛ꎬ但此时ꎬ补贴额 μ 趋于无穷ꎮ 由此可见ꎬ为了纠正市场失灵的均衡结果ꎬ激励政

策的最小总成本趋近于 ０ꎮ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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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Ｂｇ μꎬαꎬπ＝０( ) ＝０.５ 时的 μ 曲线和 αμ 曲线

２.补贴政策

为了纠正 π＝ ０的市场失灵状态ꎬ需要使Ｂ ｆ≥ＣＬ－ψꎬ因此ꎬ最小补贴额为 ψ ＝ ０.５ꎬ此时低

成本劳动者会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ꎬ补贴总额 ０.５ λＬ ＝ ０.２ꎮ 与公平优先的激励政策相比ꎬ补贴

政策对劳动者个体的支付更小ꎬ但支付范围更大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小ꎬ且政策总成本也

更小①ꎮ 由于成本优先的激励政策总成本向 ０收敛ꎬ因此补贴政策总成本更高ꎬ对收入差距

的影响更小ꎮ 可见ꎬ从突破 π＝ ０的无效均衡上看ꎬ补贴政策对收入公平的保障性更好ꎬ但成

本优先的激励政策的效率更高ꎮ
(二)对均衡 π＝λＬ ＝０.４ 的维持

如果将 π＝λＬ作为一个给定的均衡ꎬ这要求在均衡时有ＣＬ≤Ｂ≤ＣＨꎮ 依据(１９)式计算可

得ꎬＢ ｆ ＝ ０.２８ꎮ 由于Ｂ ｆ<ＣＬꎬ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条件下ꎬπ ＝λＬ无法实现自我维持ꎮ 因此ꎬ我们

需要计算在两种人才政策下ꎬ政府为维持均衡所要付出的人才政策实施成本ꎮ
１.激励政策

依据(１３)式ꎬ我们可以计算得到劳动者取得奖励所需的最小θ
－
值ꎬ即:

θ
－

π＝ ０.４( ) ＝ ３－２.５ 　 ０.８α＋０.６４ (２７)
再依据(１４)式ꎬ计算得到劳动者投资专业技术带来的期望政府奖励ꎬ即:

Ｂｇ θ
－

α( ) ꎬμꎬπ＝ ０.４( ) ＝ －μ １０α－２５ 　 ０.８α＋０.６４ ＋２０( ) (２８)
由(１５)式可得:

Ｂ μꎬαꎬπ＝ ０.４( ) ＝Ｂ ｆ＋Ｂｇ ＝ ０.２７９６－μ １０α－２５
　 ０.８α＋０.６４ ＋２０( ) (２９)

由(２９)式ꎬ我们可以绘制出 Ｂ(μꎬαꎬπ ＝ ０.４)的三维曲线图(见图 ７)ꎬ并可看出ꎬＢ 随 μ
的增加而增加ꎬ随 α 的增加呈先升后降ꎮ 且可计算出ꎬ在每一个给定的 μ 上ꎬ当 α ＝ ０.４５ 时ꎬ
Ｂ(μꎬαꎬπ＝ ０.４)取得极大值ꎮ

１５１

①这里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ꎬ补贴政策的总成本严格依赖于低成本劳动者比例λＬꎬ由于激励政策的总成

本为固定的 ０.２５ꎬ因此ꎬ当λＬ<０.５时ꎬ补贴政策总成本更低ꎻ当λＬ>０.５ 时ꎬ激励政策总成本更低ꎻ当λＬ ＝ ０.５
时ꎬ两种政策的总成本相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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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Ｂ μꎬαꎬπ＝０.４( ) 三维仿真图

(１)情况一:公平优先原则

在公平优先原则下ꎬ我们首先绘制出劳动者专业技术投资期望收益曲线(见图 ８)ꎬ并找

到与ＣＬ ＝ ０.５相切的那条曲线ꎮ 对(２９)式ꎬ我们令 Ｂ ＝ ０.５ꎬα ＝ ０.４５ꎬ可计算出对应的 μ ＝
０.５１０１ꎬ此即政府激励政策的劳动者个体最小支付ꎮ 此时ꎬ政府激励政策的总成本为 αμ ＝
０.２２９５ꎮ 我们依据(２０)式ꎬ可以计算出此时的总产出为 １.１６ꎮ

图 ８　 π＝λＬ ＝０.４ 时的 Ｂ(α)曲线

(２)情况二:成本优先原则

在 Ｂ μꎬαꎬπ＝ ０.４( ) ＝ ０.５时ꎬ可以得到 μ 与 α 之间的关系为:

μ＝ － ０.２２１４
１０α－２５ 　 ０.８α＋０.６４ ＋２０

(３０)

此时ꎬ激励政策的总成本为:

αμ＝ － ０.２２１４α
１０α－２５ 　 ０.８α＋０.６４ ＋２０

(３１)

我们绘制出 Ｂ μꎬαꎬπ＝ ０.４( ) ＝ ０.５ 时的个体支付 μ 和政策总成本 αμ 关于 α 的图像

(见图 ９)ꎮ 且可算出ꎬ在 α 趋于 ０时ꎬ激励政策的最小成本为 ０.０８８ꎮ 但在此时ꎬ劳动者个体

支付 μ 则趋于无穷ꎮ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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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Ｂ μꎬαꎬπ＝０.４( ) ＝０.５ 时的 μ 曲线和 αμ 曲线

２.补贴政策

由于Ｂ ｆ ＝ ０.２８ꎬＢｇ ＝ ０ꎬ那么ꎬ为使 Ｂ≥ＣＬ－ψꎬψ 的极小值应为 ０.２２ꎮ 由此ꎬ补贴政策的总

成本为 ψπ＝ ０.２２×０.４＝ ０.０８８ꎮ 可见ꎬ与公平优先的激励政策相比ꎬ补贴政策对个体劳动者的

支付更小ꎬ但政策覆盖范围更大ꎬ因此对收入公平的影响更小ꎬ并且补贴政策的总成本也更

小ꎮ 与成本优先的激励政策相比ꎬ补贴政策的总成本与激励政策相同ꎬ但在对收入公平的影

响上有着更大的优势ꎮ
(三)对均衡 π＝λＬ ＝０.４ 的突破

下面ꎬ我们探讨如何实施人才政策才能突破 π ＝ λＬ ＝ ０. ４ 的低水平均衡ꎬ这要求

Ｂ μꎬαꎬπ＝ ０.４( )≥０.８ꎮ
１.激励政策

(１)情况一:公平优先原则

依据(２９)式ꎬ我们令 Ｂ μꎬαꎬπ＝ ０.４( ) ＝ ０.８ꎬ由此可得个体支付 μ 与支付比例 α 之间的关

系ꎬ我们已知ꎬ在 π＝ ０.４为均衡时ꎬα＝ ０.４５是 Ｂ μꎬαꎬπ＝ ０.４( ) 的极大值点ꎬ因此ꎬ我们可以在

α＝ ０.４５时取得 μ 的最小值为 １.０４ꎬ此时的政策总成本 αμ 为 ０.４６８ꎮ
(２)情况二:成本优先原则

为了使该均衡被突破ꎬ需要满足 Ｂ μꎬαꎬπ＝ １( ) ＝ ０.８ꎬ此时ꎬμ 与 α 之间的关系为:

μ＝ － ０.５２１４
１０α－２５ 　 ０.８α＋０.６４ ＋２０

(３２)

激励政策的总成本为:

αμ＝ － ０.５２１４α
１０α－２５ 　 ０.８α＋０.６４ ＋２０

(３３)

我们绘制出 Ｂ μꎬαꎬπ＝ ０.４( ) ＝ ０.８ 时的个体支付 μ 和政策总成本 αμ 关于 α 的图像

(见图 １０)ꎮ 计算可得ꎬ在 α 趋于 ０时ꎬ激励政策的最小成本为 ０.２０８６ꎬ此时ꎬ政策个体支付 μ
趋于无穷ꎮ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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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Ｂ μꎬαꎬπ＝０.４( ) ＝０.８ 时的 μ 曲线和 αμ 曲线

２.补贴政策

由于Ｂ ｆ ＝ ０.２８ꎬ那么ꎬ为使Ｂ ｆ≥ＣＨ－ψꎬψ 的极小值为 ０.５２ꎮ 由此ꎬ补贴政策的成本总额为

ψ×１＝ ０.５２×１＝ ０.５２ꎮ 此时ꎬ不论与公平优先的激励政策还是成本优先的激励政策相比ꎬ补贴

政策对个体劳动者的支付都更小ꎬ且支付范围更大ꎬ因此对收入公平的影响更小ꎮ 但补贴政

策却需要更高的政策成本ꎮ
(四)对均衡 π＝１ 的维持

下面ꎬ我们分别对维持 π＝ １这一高水平均衡的两种人才政策进行分析ꎮ
１.激励政策

为维持 π＝ １ꎬ要求 Ｂ≥ＣＨꎬ由于此时Ｂ ｆ ＝ ０(引理 １)ꎬ因此要求Ｂｇ≥ＣＨꎮ 依据(１３)式ꎬ我

们可以计算得到劳动者取得奖励所需的最小θ
－
值ꎬ即:

θ
－

π＝ １( ) ＝ 　 １－α (３４)
再依据(１４)式ꎬ可计算得到劳动者投资专业技术带来的期望政府奖励为:

Ｂｇ μꎬαꎬπ＝ １( ) ＝ ２μ α＋　 １－α －１( ) (３５)
由于Ｂ ｆ π＝ １( ) ＝ ０ꎬ因此可知ꎬＢ＝Ｂｇꎮ 我们绘制出 Ｂ μꎬαꎬπ＝ １( ) 的三维曲线(见图 １１)ꎬ

可以看出ꎬＢ 随 μ 的增加而增加ꎬ随 α 的增加而先升后降ꎬ且在每一个给定的 μ 值上ꎬα＝ ０.７５
时ꎬＢ 取得极大值ꎮ

图 １１　 Ｂ(μꎬαꎬπ＝１)三维仿真图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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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情况一:公平优先原则

下面ꎬ我们在给定不同的 μ 值条件下ꎬ绘制出 Ｂ 和 α 之间的关系曲线(见图 １２)ꎮ 此时ꎬ
要求Ｂ≥ＣＨ ＝ ０.８ꎬ因此ꎬ与ＣＨ ＝ ０.８相切的专业技术投资期望收益曲线所代表的 μ 值ꎬ就是能

够实现政府目标的最小 μ 值ꎮ 计算可得ꎬα ＝ ０.７５ 时ꎬμ ＝ １.６ꎮ 因此ꎬαμ ＝ １.２ꎬ也即政府为维

持 π＝ １的高水平均衡而实施公平优先的激励政策所付出的政策总成本为 １.２ꎮ

图 １２　 π＝１ 时的 Ｂ(α)曲线

(２)情况二:成本优先原则

给定Ｂｇ μꎬαꎬπ＝ １( ) ＝ ０.８ꎬ此时ꎬ可以得到个体支付 μ 与支付比例 α 之间的关系为:

μ＝ ２
５α＋５ 　 １－α －５

(３６)

激励政策的总成本为:

αμ＝ ２α
５α＋５ 　 １－α －５

(３７)

我们绘制出Ｂｇ μꎬαꎬπ＝ １( ) ＝ ０.８时的 μ 和 αμ 关于 α 的图像(见图 １３)ꎬ计算可得ꎬ在 α
趋于 ０时ꎬ激励政策的最小成本为 ０.８ꎮ 但此时ꎬ个体支付 μ 趋于无穷ꎮ

图 １３　 Ｂｇ μꎬαꎬπ＝１( ) ＝０.８ 时的 μ 曲线和 αμ 曲线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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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补贴政策

为使Ｂ ｆ≥ＣＨ－ψꎬ有 ψ≥０.８ꎮ 尽管低成本劳动者专业技术投资成本仅为 ０.５ꎬ但由于政府

无法区分劳动者的成本类型ꎬ因此对全体劳动者的补贴额均为 ０. ８ꎬ补贴政策总成本为

０.８(ＣＧ＝ ０.８π)ꎮ 可见ꎬ与公平优先的激励政策相比ꎬ补贴政策对个体劳动者的支付更低ꎬ
但覆盖范围更广ꎬ因此对收入公平的影响更小ꎬ且政策总成本更小ꎮ 与成本优先的激励政

策相比ꎬ二者在政策总成本上是相同的ꎬ但从对收入公平的影响上看ꎬ补贴政策具有明显

的优势ꎮ
(五)对两种人才政策效果的比较

１.对 π＝ ０、π＝ １及 π＝λＬ ＝ ０.４三种情况下的比较

我们依据 ＣＬ、ＣＨ、λＬ、λＨ、α、μ 以及(１)式、(１１)式、(１２)式和(１６)式在各种情况下的取

值制作了表 １ꎬ比较可知ꎬ补贴政策在均衡的维持方面具有全面优势ꎬ不仅政策成本更小ꎬ且
对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影响也较小ꎮ 成本优先的激励政策在打破原有均衡方面具有较为明显

的成本优势ꎬ而公平优先的激励政策在突破已有均衡上成本高于成本优先激励政策ꎬ而在维

持现有均衡方面对收入公平的影响又高于补贴政策ꎮ

　 　 表 １ 　 　 不同均衡下两种人才政策的比较

总产出
劳动者
成本

经济
福利

个体
支付

支付
比例

政策
总成本

政策
效率

π＝ ０的纠正

激励政策
公平优先 １ ０ １ １ ０.２５ ０.２５ －
成本优先 １ ０ １ ＋¥ ０ ０ －

补贴政策 １ ０ １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２０ －
π＝λＬ ＝ ０.４的维持

激励政策
公平优先 １.１６ ０.２０ ０.９６ ０.４４ ０.４５ ０.２０ －０.２０
成本优先 １.１６ ０.２０ ０.９６ ＋ ¥ ０ ０.０９ －０.４４

补贴政策 １.１６ ０.２０ ０.９６ ０.２２ ０.４０ ０.０９ －０.４４
π ＝ λＬ ＝ ０.４的突破

激励政策
公平优先 １.１６ ０.２０ ０.９６ １.０４ ０.４５ ０.４７ －
成本优先 １.１６ ０.２０ ０.９６ ＋ ¥ ０ ０.２１ －

补贴政策 １.１６ ０.２０ ０.９６ ０.５２ １ ０.５２ －
π ＝ １的维持

激励政策
公平优先 ２ ０.６８ １.３２ １.６０ ０.７５ １.２０ ０.３０
成本优先 ２ ０.６８ １.３２ ＋ ¥ ０ ０.８０ ０.４５

补贴政策 ２ ０.６８ １.３２ ０.８０ １ ０.８０ ０.４５

需要注意的是ꎬ在 π＝λＬ ＝ ０.４ 时ꎬ我们发现经济福利为 ０.９６ꎬ小于 π ＝ ０ 时的总产出 １ꎮ
这是因为存在一部分一般劳动者得到了足够大的信号值ꎬ从而被厂商分配到了新设备ꎬ而他

们操作新设备的产出为 ０ꎮ 因此ꎬ在这种均衡下ꎬ由总产出与劳动者成本之差度量的经济福

利小于 π＝ ０时的均衡ꎮ 然而ꎬ这一结果是由λＬ ＝ ０.４这一设定的具体情况所决定ꎬ随着λＬ取

值的改变ꎬ情况会发生变化ꎮ 我们给出了 π＝λＬ时的总产出(ＴＰ)曲线与社会福利(ＷＦ)曲线

(见图 １４)ꎬ可以看出ꎬ当λＬ>０.５时ꎬＷＦ>１ꎬ也即优于 π＝ ０的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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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均衡为 π＝λＬ 时的总产出曲线与社会福利曲线

２.对 π＝λＬ时的进一步探讨

前面ꎬ我们对 π＝ ０、π＝ １和 π＝λＬ ＝ ０.４三种情况进行了比较ꎮ 但是ꎬ我们在 π＝λＬ的情

况下ꎬ只考察了λＬ ＝ ０.４这一特定情况ꎬ并且我们已经发现ꎬ随着λＬ取值的改变ꎬ社会福利水

平会发生变化ꎬ因此ꎬ我们有必要在λＬ∈(０ꎬ１)的区间上探讨两种人才政策的实施情况ꎮ
(１)均衡维持

我们首先分析成本优先的激励政策在维持 π＝λＬ均衡时的实施情况ꎮ 此时ꎬ在λＬ∈(０ꎬ
１)的全部区间上ꎬ成本优先的激励政策总成本与补贴政策相同ꎬ但支付比例趋于 ０ 而奖励额

度趋于正无穷ꎬ因此对收入公平产生了重要影响ꎬ政策实施效果劣于补贴政策ꎮ
下面ꎬ我们再对 π＝λＬ时的公平优先激励政策和补贴政策进行比较ꎮ 与表 １ 相同ꎬ我们

主要就两种政策对劳动者的个体支付比例、个体支付和政策总成本三个变量进行对比ꎬ具体

的仿真方法与第四部分第二小节一致ꎬ即计算出不同λＬ值下两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变量ꎬ再绘

制各变量两种政策的仿真结果图ꎮ 图 １５(ａ)和图 １５(ｂ)分别给出了两种政策的支付范围和

对劳动者个人的支付关于λＬ的仿真图像ꎬ图 １５(ｃ)则给出了两类三种人才政策的政策总成

本ꎮ

图 １５　 维持 π＝λＬ均衡两种人才政策的个体支付比例、个体支付与政策总成本

由仿真图可以看出ꎬ仅在λＬ≤０.５时ꎬ公平优先的激励政策在个体支付比例上具有优势ꎮ
但依据图 １４给出的结果ꎬ在λＬ≤０.５时ꎬπ＝λＬ这一均衡会导致社会总福利下降ꎬ因此是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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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维持的ꎮ 而在λＬ>０.５的可行区间上ꎬ补贴政策的个体支付比例更大ꎬ个体支付值更低ꎬ政
策总成本更低ꎬ具有完全的优势ꎮ 图 １５(ｃ)显示出成本优先的激励政策总成本与补贴政策

总成本曲线完全重合ꎬ而成本优先的激励政策在保障收入公平上具有劣势ꎬ因此仍是补贴政

策具有明显的优越性ꎮ
(２)均衡突破

首先ꎬ我们对公平优先的激励政策与补贴政策进行比较ꎬ图 １６(ａ)、图 １６(ｂ)和图 １６(ｃ)
分别给出了为突破 π＝λＬ均衡两种人才政策对劳动者的个体支付比例、个体支付以及政策总

成本ꎮ 可以看出ꎬ仅在λＬ≤０.５时ꎬ公平优先的激励政策具有更低的政策总成本ꎬ但正如前面

所分析的ꎬπ＝λＬ≤０.５ 的均衡会导致经济福利下降ꎬ政府不应对其进行维持ꎮ 因此ꎬ在λＬ>
０.５的可行区间上ꎬ与公平优先激励政策相比ꎬ补贴政策具有全面的优势ꎮ

下面ꎬ我们分析成本优先激励政策在突破 π＝λＬ均衡时的实施情况ꎮ 在λＬ∈(０ꎬ１)的全

部区间上ꎬ成本优先的激励政策总成本低于公平优先的激励政策和补贴政策ꎬ但个体支付比

例趋于 ０而个体支付值趋于正无穷ꎬ对收入公平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因此ꎬ成本优先的激励政

策在低效均衡的突破上具有成本优势ꎮ

图 １６　 突破 π＝λＬ均衡两种人才政策的个体支付比例、个体支付与政策总成本

五、当经济中存在无效投资劳动者时的进一步讨论

(一)在模型中加入无效投资劳动者

在第四部分中ꎬ我们看到在维持已有均衡时ꎬ补贴政策更加有效ꎬ但这一结论严格地依

赖于所有劳动者(不论低成本类型还是高成本类型)都能通过专业技术投资掌握操作新技术

设备所需的专业技能并获取超额工资(以下将此类劳动者称为高能力劳动者)这一假设ꎮ 如

果经济中存在这样一部分劳动者ꎬ他们即使进行了专业技术投资也无法掌握所需的专业技

能(以下称为无效投资劳动者)ꎬ则将提升补贴政策的成本总额ꎬ但却无法提升社会总福利ꎮ
因此ꎬ当经济系统中真实地存在无效投资劳动者时(平卫英等ꎬ２０２０)ꎬ本文前面的研究结论

将发生改变ꎮ 下面ꎬ我们设无效投资劳动者数量相对于高能力劳动者数量的比例为λｕꎬ其类

型为私人信息ꎮ 设无效投资劳动者投资专业技术的成本为ＣＨꎬ由于进行专业技术投资既不

能使无效投资劳动者掌握专业技能也无法提高其所传递的信号值ꎬ因此ꎬ无效投资劳动者的

专业技术投资的期望收益为 ０ꎬ为在模型中对这一点进行体现ꎬ我们提出假设 Ａ６ꎮ

假设 Ａ６:令θ <ｍｉｎ θ
－
ꎬθ　 ＾{ } ꎬ无效投资劳动者的信号服从(０ꎬθ )上的均匀分布ꎮ

依据定义 １和定义 ２ꎬ假设 Ａ６ 意味着ꎬ不论无效投资劳动者是否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ꎬ其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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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的信号都无法使其获得政府奖励ꎬ也不会被企业分配到新的技术设备ꎮ
１.无效投资劳动者对激励政策的影响

在激励政策下ꎬ政府无需考虑无效投资劳动者的激励问题ꎬ政府在决定对劳动者的个体

支付 μ 和支付比例 α 时ꎬ也是基于高能力劳动者数量和专业技术投资成本ꎮ 因此ꎬ无效投资

劳动者对政府激励政策的个体支付、个体支付比例和政策总成本不产生影响ꎮ 另外ꎬ由于激

励政策下ꎬ专业技术投资成本仍由劳动者负担ꎬ因此ꎬ无效投资劳动者不会进行专业技术投

资ꎬ对专业技术投资总成本也不会产生影响ꎮ 由此ꎬ本文得到命题 ２:
命题 ２:无效投资劳动者不会影响激励政策的实施办法和实施效果(证明见附录 ４)ꎮ
２.无效投资劳动者对补贴政策的影响

在 π＝λＬ的均衡条件下ꎬ政府仅负担高能力劳动者中低成本类型的专业技术投资成本ꎬ
因此补贴总额、补贴产出和补贴绩效与不存在无效投资劳动者时是一致的ꎮ

但在 π＝ １的均衡条件下ꎬ由于此时对劳动者的个体支付为ＣＨꎬ已经能够覆盖无效投资

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资成本ꎬ无效投资劳动者也会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ꎮ 由于无效投资劳动

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个人与社会收益均为 ０ꎬ这带来了专业技术上的过度投资ꎬ并导致政

府人才补贴总额由ＣＨ增加到ＣＨ＋λｕＣＨꎬ但总产出却并未增加ꎬ社会福利和政策效率会因此下

降ꎮ 由此可见ꎬ当经济中存在无效投资劳动者时ꎬ补贴政策要实现全部高能力劳动者都进行

专业技术投资的高水平均衡也会面临由无效投资劳动者带来的广义的柠檬市场问题ꎬ这可

能最终导致高水平均衡无法实现ꎮ
(二)数值示例

我们继续第四部分的数值设定ꎬ在其基础上ꎬ假设在低成本和高成本类型的高能力劳动

者之外ꎬ存在着无效投资劳动者ꎬ其相对于高能力劳动者的比例为λｕ ＝ １ꎮ
在激励政策下ꎬ由命题 ２ꎬ对于 π ＝ ０、π ＝λＬ和 π ＝ １ 三种均衡设定情况ꎬ总产出、劳动者

成本、单位政策成本、支付比例和总成本均不发生变化ꎮ 在补贴政策下ꎬ如前文所述ꎬ对于

π＝λＬ这一均衡设定情况ꎬ总产出、劳动者成本、人才政策对劳动者的个体支付、个体支付比

例和政策总成本的影响也不发生改变ꎬ但如果要实现 π ＝ １ 的高质量均衡ꎬ则政府提供的个

体支付需要覆盖高成本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资成本ꎬ也即ＣＨ ＝ ０.８ꎬ而此时无效投资劳动者

也会选择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ꎮ 因此ꎬ经济中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总成本上升为

１.４８( ＝λＬ×ＣＬ＋λＨ×ＣＨ＋λｕ×ＣＨ)ꎬ经济福利则为 ０.５２ꎬ与 π ＝λＬ ＝ ０.４ 的基准情况相比ꎬ福利增

幅为－０.４４ꎬ此时的政策总成本为 １.６ꎬ因此政策绩效为－０.２７５ꎮ 我们将两种人才政策的结果

汇总在表 ２中ꎬ通过比较可知ꎬ当经济中存在无效投资劳动者时ꎬ由于补贴政策无法排除对

低成本劳动者的无效补贴ꎬ导致在 π ＝ １ 的高质量均衡中人才政策总成本显著提高ꎬ尽管对

保障收入公平方面仍具有优势ꎬ但政策效率明显下降ꎮ

　 　 表 ２ 　 　 加入无效投资劳动者后两种人才政策的比较

总产出
劳动者
成本

经济
福利

个体
支付

支付
比例

政策
总成本

政策
效率

　 　 π＝ １的维持

激励政策
公平优先 ２ ０.６８ １.３２ １.６０ ０.７５ １.２０ ０.３０
成本优先 ２ ０.６８ １.３２ ＋ ¥ ０ ０.８０ ０.４５

补贴政策 ２ １.４８ ０.５２ ０.８０ １ １.６０ －０.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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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ꎬ在补贴政策下ꎬ是否存在一种可行方式ꎬ能够改善存在无效投资劳动者时的政策

效率呢? 实际上ꎬ我们根据图 ２可以看出ꎬ劳动者投资专业技术的收益是与专业技术人才比

例成倒 Ｕ型关系ꎬ且在 π＝ ０和 π＝ １时为 ０ꎮ 那么ꎬ如果在 π＝ １ 的设定均衡下ꎬ政府将补贴

额降低一个趋近于 ０的 εꎬ就会导致全体无效投资劳动者放弃专业技术投资ꎬ因为他们无法

因为专业技术投资而得到企业更高的工资ꎮ 但对于高能力劳动者而言ꎬ政府降低专业技术

投资补贴ꎬ会导致专业技术投资收益无法弥补专业技术投资成本ꎬ因此一部分劳动者会退

出ꎬ这会导致 π<１从而使得Ｂ ｆ>０ꎬ当提高的这一部分Ｂ ｆ与政府所减少的补贴额相等时ꎬ劳动

者的退出停止ꎮ 例如ꎬ在本文参数设定下ꎬ政府为维持 π ＝ １ 的均衡需要个体支付为 ０.８ꎬ如
果政府将其降低 ０.０２ꎬ即令个体支付下降到 ０.７８ꎬ将导致一部分劳动者放弃专业技术投资ꎬ
计算可得退出的劳动者仅占全部劳动者的 ０.１％ꎮ 这一部分劳动者退出后ꎬＢ ｆ由 ０ 增加到

０.０２ꎬ恰好弥补了政府补贴的下降ꎬ从而使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资行为在经济上是可行的ꎮ
实际上ꎬ政府对补贴额的这种降低ꎬ能够形成一种甄别效应ꎬ在全部劳动者中筛选出高能力

劳动者ꎬ而无效投资劳动者则自动退出ꎮ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失灵的情境下比较了两种人才政策对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ꎬ得
到以下几点结论:首先ꎬ当经济陷入低质量均衡时ꎬ激励政策能够以更小的成本突破这种均

衡ꎬ但对收入公平产生较大影响ꎮ 第二ꎬ当经济中的均衡不稳定时ꎬ实施补贴政策能够以更

低的成本实现均衡的维持ꎬ并能够对收入公平提供更好的保障ꎮ 第三ꎬ如果经济中存在无效

投资劳动者ꎬ补贴政策的成本将显著上升ꎬ此时需要引入一个甄别机制以使补贴政策能够恢

复高效率运转ꎮ 整体上看ꎬ除在所需人才极端匮乏ꎬ且主动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劳动者十分

稀缺的情况下应采用激励性人才政策外ꎬ激励性人才政策都应被普惠性补贴政策替代ꎮ
(二)政策建议

第一ꎬ增强地方政府实施补贴性人才政策的激励ꎮ 若地方政府进行普惠的补贴政策ꎬ却
无法避免本地劳动者迁移到其他实施了激励政策的地区就业ꎬ在这样的外部性下ꎬ地方政府

实施补贴政策的激励显然是不足的ꎮ 为此ꎬ本文建议中央层面应对地方政府实施激励性人

才政策进行必要的限制ꎬ但对补贴政策可以采取鼓励的态度ꎮ 另外ꎬ地方政府的补贴型人才

政策可分类分级进行ꎬ从类型划分上ꎬ可分为生源是否本地、是否在本地接受教育、学成后是

否留在本地工作生活ꎻ从级别划分上ꎬ可按学历等级分为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ꎮ 地方政

府可对不同级别和类型的专业技术投资给予不同的补贴ꎬ这样有助于减少政策外部性ꎮ
第二ꎬ对于已经实施了激励性人才政策的地区ꎬ要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可从以下两个方面

入手ꎮ 一方面ꎬ应减少高能力劳动者由于未能获得足够的信号水平而无法获得政府补贴的

情况ꎮ 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ꎬ其所实施的人才政策不仅对高学历劳动者进行补贴ꎬ也对创业

者进行补贴ꎬ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未能取得高学历的高能力劳动者进行补贴ꎬ这是一

种值得肯定的举措ꎬ但如何对创业质量进行评价则是该政策所面对的挑战ꎮ 另一方面ꎬ应减

少领取了补贴但却不能创造更高价值的情况ꎮ 例如ꎬ广东省惠州市发布«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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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人才津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ꎬ其中一条注意事项是:在事业单位工作ꎬ须提供上年度考

核表ꎬ结果为“基本称职(基本合格)”或“不称职(不合格)”等次的ꎬ需退回上年度申领的全

部津贴ꎬ未退回上一年度津贴的ꎬ停发本年度津贴ꎮ① 这种措施能够有效避免对取得高信号

但却不能创造更大价值的劳动者进行补贴ꎬ从而提高地方政府人才补贴的效率ꎮ
第三ꎬ在普惠性补贴政策的实施中应设立必要的甄选和监管机制ꎮ 当前ꎬ我国各级政府

均设立了为数众多的普惠性技能培训项目ꎬ大量文献表明ꎬ职业技能培训对于提高劳动者收

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世伟、武娜ꎬ２０１３ꎻＡｌｍｅｉｄａ ａｎｄ Ｆａｒｉａꎬ２０１４ꎻ明娟等ꎬ２０１９ꎻＨａｏ
ａｎｄ Ｗａｎｇꎬ２０２２ꎻ等等)ꎮ 然而ꎬ在此类项目中ꎬ也存在着单一责任主体问题(穆维博ꎬ２０１９)、
政策和保障措施不到位(周静ꎬ２０１３)、就业培训模式化且参训者积极性不高(陈敬胜ꎬ２０１７)
等问题ꎬ导致一些培训机构出现机会主义的策略化反应倾向ꎬ只重培训规模而忽略培训效

果ꎬ不能高质量完成政府政策目标ꎬ致使资源浪费现象出现ꎮ 因此ꎬ应在普惠性技能培训项

目中设立必要的甄选机制或准入门槛ꎬ同时还应扩大技能培训种类以弥补因设立准入门槛

而导致的培训规模下降ꎮ 以此为手段ꎬ在实现普惠的同时不断提升培训效果ꎬ推动此类项目

不断完善ꎬ切实服务于民ꎮ

附录:
１.对引理 １ 的证明

如果不存在公共部门ꎬ即 α＝ ０ꎬ依据定义 ２ꎬ有 θ
－＝ １ꎮ 因此:

Ｂ ＝ Ｂｇ ＋ Ｂｆ ＝ ∫１
１
μ[ ｆｑ(θ) － ｆｕ(θ)]ｄθ ＋ ∫１

０
ｗ[ ｆｑ(θ) － ｆｕ(θ)]ｄθ ＝ ∫１

０
ｗ[ ｆｑ(θ) － ｆｕ(θ)]ｄθ

依据(４)式ꎬｗ π＝ ０( ) ＝ １ꎬｗ π＝ １( ) ＝ ｖｑꎮ
因此:

Ｂ π ＝ ０( ) ＝ ∫１
０
１[ ｆｑ(θ) － ｆｕ(θ)]ｄθ ＝ ０

Ｂ π ＝ １( ) ＝ ∫１
０
ｖｑ[ ｆｑ(θ) － ｆｕ(θ)]ｄθ ＝ ０

引理得证ꎮ
２.对命题 １ 的证明

依据引理 １和假设 Ａ５ꎬＢ α＝ ０( ) <ＣＬ<ＣＨꎬ且有 Ｂ α＝ ０( ) <Ｂ α>０( ) ꎮ
依据等式(１７)ꎬ有:

∂Ｂ
∂μ

＝
∂Ｂｇ

∂μ
＋
∂Ｂｆ

∂μ
＝
∂Ｂｇ

∂μ
＋ ０ ＝ ∫１

θ　 ＾(α)
[ ｆｑ(θ) － ｆｕ(θ)]ｄθ

由假设 Ａ４ꎬｆｑ(θ)和ｆｕ(θ)满足严格单调似然比性质ꎬ可知:

∫１
θ　 ＾(α)
[ ｆｑ(θ) － ｆｕ(θ)]ｄθ > ０

因此ꎬ劳动者专业技术投资的期望收益是政府奖励额 μ 的增函数ꎮ 可见ꎬ当 μ 趋于正无穷时ꎬ有 ｌｉｍ
μ→＋¥

Ｂ＝

＋¥ꎮ
综上ꎬ存在 α∈[０ꎬ１] 和 μ∈Ｒ＋ꎬ使得ＣＬ<ＣＨ<Ｂ(α>０)ꎮ
由此ꎬ命题得证ꎮ

１６１

①«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高级人才津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ꎬ载于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ｒｓｊ.ｈｕｉｚｈｏｕ.ｇｏｖ.ｃｎ / ｚｗｇｋ / ｔｚｇ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ｏｓｔ＿４７６２７３１.ｈｔｍｌ)ꎮ



徐　 雷　 张欣钰　 刘　 蕊:信号传递模型下地方政府人才引进政策研究

３.对ＣＬ<Ｂ<ＣＨ情况的说明

(１)对政府人才政策有效性的理论说明

在此种情况下ꎬ由于专业技术投资的期望收益超过了低成本劳动者的投资成本ꎬ因此ꎬ低成本劳动者将

自觉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ꎬ政府只需考虑如何鼓励高成本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ꎮ 这里我们分别讨论两种

人才政策:

首先ꎬ当政府实施激励型人才政策时ꎮ 在附录 ２中ꎬ我们已经证明ꎬ劳动者专业技术投资的期望收益是

政府奖励额 μ 的增函数ꎬ且当 μ 趋于正无穷时ꎬ有 ｌｉｍ
μ→＋¥

Ｂ ＝ ＋ ¥ꎮ 因此ꎬ必然存在 α∈[０ꎬ１]和 μ∈Ｒ＋ꎬ使得

ＣＨ<Ｂ(α>０)ꎮ 从而有效激励高成本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ꎮ
第二ꎬ当政府实施补贴型人才政策时ꎮ 只要使得Ｂｆ≥ＣＨ －ψꎬ即可实现低成本劳动者(或者高成本劳动

者)投资专业技术ꎮ 也即ꎬ当政府的补贴额 ψ 足够高时ꎬ就能够使高成本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ꎮ

(２)对数值分析结果的说明

本文第四部分以数值分析的方式对 Ｂ<ＣＬ<ＣＨ情况下的两种人才政策进行了比较ꎬ这里我们再对ＣＬ<Ｂ<
ＣＨ进行说明ꎮ 我们将ＣＬ的数值设定由 ０.５调整为 ０.３ꎬ其他设定均与第四部分相同ꎮ

附表 １给出了数值分析结果ꎮ 与正文中表 １的最大区别是ꎬ由于在 π＝λＬ ＝ ０.４时低成本劳动者进行专

业技术投资的期望收益高于成本ꎬ因此该情况可得到自发的维持ꎮ 其他结论与正文中阐述的情况保持一

致ꎬ即激励政策能够以更小的成本突破低质量均衡ꎬ但补贴政策则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均衡的维持ꎬ并能

够对收入公平提供更好的保障ꎮ

　 　 附表 １ 　 　 Ｂ<ＣＬ<ＣＨ情况下两种人才政策的比较

总产出
劳动者
成本

经济
福利

个体
支付

支付
比例

政策
总成本

政策
效率

π＝ ０的纠正

激励政策
公平优先 １ ０ １ ０.６０ ０.２５ ０.１５ －
成本优先 １ ０ １ ＋∞ ０ ０ －

补贴政策 １ ０ １ １ ０.３０ ０.３０ －
π＝λＬ ＝ ０.４的维持

激励政策
公平优先 １.１６ ０.１２ １.０４ ０ ０ ０ －
成本优先 １.１６ ０.１２ １.０４ ０ ０ ０ －

补贴政策 １.１６ ０.１２ １.０４ ０ ０ ０ －
π＝λＬ ＝ ０.４的突破

激励政策
公平优先 １.１６ ０.１２ １.０４ １.０４ ０.４５ ０.４７ ０
成本优先 １.１６ ０.１２ １.０４ ＋∞ ０ ０.２１ ０

补贴政策 １.１６ ０.１２ １.０４ ０.５２ １ ０.５２ ０
π＝ １的维持

激励政策
公平优先 ２ ０.６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０.７５ １.２０ ０.３０
成本优先 ２ ０.６０ １.４０ ＋∞ ０ ０.８０ ０.４５

补贴政策 ２ ０.６０ １.４０ ０.８０ １ ０.８０ ０.４５

４.对命题 ２ 的证明

依据假设 Ａ６ꎬ无效投资劳动者的信号服从(０ꎬθ )上的均匀分布ꎬ因此ꎬ无效投资劳动者的信号密度函数

为ｆＬ(θ)＝ １ / θ ꎮ 由于θ <ｍｉｎ θ
－
ꎬθ

　＾{ } ꎬ即使无效投资劳动者进行了专业技术投资ꎬ其传递的信号值仍小于得到

政府激励性补贴所需的最小信号值ꎬ因此ꎬ政府可在确定 θ
－
时ꎬ将无效投资劳动者所占权重设为 ０ꎮ 即此时

的(１３)式变为:

∫１
θ－
[πｆｑ(θ) ＋ １ － π( ) ｆｕ(θ) ＋ ０

θ 
]ｄθ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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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得到的θ
－
(α)与(１３)式相同ꎮ

同样依据假设 Ａ６ꎬ由于无效投资劳动者传递的低信号值是他们不能被企业分配到新技术设备ꎬ因此ꎬ
其在企业工作的产出总为 １ꎬ不会因为激励政策的奖励而发生改变ꎮ

由此ꎬ命题得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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